處境探討
學人牧者的理想與學術研究在神學教育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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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 要
上帝是真理知識的源頭，亦是宇宙的創造者。上帝的子民被呼召在不同崗位上見證上帝；牧者被呼召裝備信徒發展恩賜，在不同領域事奉上帝。在二十一世紀，牧者除了懂得推動教會事工活動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懂得幫助弟兄姊妹從基督信仰角度詮釋生活經驗。這種服侍是一種在時代潮流文化中進行神學反思的活動。牧者有不同恩賜，筆者集中討論「學人牧者」的課題，文章從四方面入手：第一方面，教會歷史中傑出的「學人牧者」；第二方面，為甚麼華人教會需要「學人牧者」？第三方面，這個時代需要教會神學和公共神學並重的「學人牧者」；第四方面，二十一世紀華人「學人牧者」需要重視的神學課題。筆者提出當代神學教育應該加強公共神學的向度，幫助牧者從基督信仰角度回應世界的挑戰。
一
引言
為甚麼華人神學教育界在此時此地要探討「學人牧者」這個課題呢？筆者嘗試把從事神學教育中的所見所聞作一個時代反省。本文的作用是拋磚引玉，希望引發諸位同道的回應和分享。
筆者於1995年在德國修讀神學博士課程期間，內心有一個願望，就是成為「敬虔的學者與牧者」，這亦是筆者回港後投身神學教育之餘，參與教會牧養的原因。筆者於按牧後，更加覺得神學教育機構不單致力培訓技術工人，而且致力栽培「忠於基督誠於學術的牧人學者」，使他們懂得根據整本舊新約聖經正典進行神學思考，承傳歷代教會信仰，在全球化及華人文化處境下尋找時代信息，回應時代的挑戰，牧養人的心靈。因此，本文不單客觀地討論「牧人學者」這個課題，更表達了筆者個人的神學教育理想。
筆者認為「牧人學者」(pastor theologian) 與「學人牧者」(theologian pastor) 有不同的定義。前者是指具備牧者情懷和身分的學者，他們可能曾經全時間牧養教會，現時卻主要在神學院從事教育工作。後者則指具備學者修養的牧者，他們曾經在其他學科獲得博士學位，或者具備神學或哲學博士學位，又或者擁有教牧學博士學位。個人認為神學教育機構應該同樣重視培訓這兩類人才。「牧人學者」是神學院的老師，他們豐富的牧養經驗加上學術的反省能力可以成為學生的榜樣，幫助同學按部就班地踏上「學人牧者」或「牧人學者」的道路。
本文集中討論神學教育機構如何傳遞栽培「學人牧者」（即具備學者修養的牧者）投身學術研究的異象。本文會從四方面討論這課題：（一）教會歷史中傑出的「學人牧者」；（二）為甚麼華人教會需要「學人牧者」？（三）這個時代需要教會神學和公共神學並重的「學人牧者」；（四）二十一世紀華人「學人牧者」需要重視的神學課題。
二
教會歷史中傑出的「學人牧者」
當筆者閱讀一本獻給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前院長吉萊斯皮 (Thomas W. Gillespie) 的著作的時候，初次接觸到「牧人學者」的觀念。
吉萊斯皮蒙召進入普林斯頓神學院受訓，期間深受亨德里 (George S. Hendry)、派珀 (Otto A. Piper) 及萊曼 (Paul L. Lehmann) 等人的影響。亨德里精於巴特德語原著，尊重聖經權威，肯定理性的作用，重視屬靈上的委身；派珀專精新約聖經原典研究；萊曼敢於挑戰基督教倫理輕視群體建立的洞見，刺激更深的神學反省。透過這些敬虔學者與牧者的薰陶，吉萊斯皮被塑造成為日後得力的堂會牧者和植堂先鋒。
吉萊斯皮兼具牧者的情懷、學者的深思，在講道的服侍上顯出與眾不同的特質。於1983至1998年間，吉萊斯皮擔任普林斯頓神學院院長，繼續推動訓練「牧人學者」的遠象。
 

當思考「學人牧者」或「牧人學者」這個課題的時候，筆者首先會問：在教會歷史中有沒有先例呢？按筆者理解，在教會歷史中，奧古斯丁是牧者、神學家，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及加爾文 (John Calvin) 既是「學人牧者」，又是「牧人學者」。奧古斯丁承繼使徒保羅在聖經中的教訓，深入刻畫人的罪性，這種神學上的罪觀使路德及加爾文重新發現因信稱義的教義真理有關鍵性的影響。至於路德及加爾文對教會的貢獻，實在是跨世紀甚至劃時代的。他們是優秀的「學人牧者」或「牧人學者」，他們把從聖經中領受的亮光整理成扭轉時代的神學思想，以推動宗教改革，確立基督新教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教會歷史上的屬靈偉人是與眾不同的，是上帝特殊的揀選。究竟這些跨世紀及劃時代的屬靈偉人如何進行神學思考、如何實踐信仰、如何推動異象？他們的經驗對華人神學教育有甚麼啟迪？本文不會全面討論路德及加爾文的生平和神學，而只會集中交代他們如何就信仰及教會事奉經驗作更深刻的神學思考，然後認定教會更深改革的方向，並且鮮明地傳遞上帝給他們的時代信息。
筆者選擇研究路德的專家羅西 (Bernhard Lohse) 的神學歷史進路，沿著路德著作的寫作年代，勾畫路德神學思想發展的軌跡，從而理構出一幅思想發展歷程的圖畫。
路德教授詩篇時期（1513-1515），對人性的罪有更深刻的體驗。詩篇五十三篇3節說：「⋯⋯並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
詩篇三十二篇2節上：「⋯⋯耶和華不算為有罪的⋯⋯」上帝不計算 (imputat) 人的罪；相反，卻把正義算進去 (reputat)。上帝是有恩惠憐憫的上帝（參詩一一○4）。路德開始擺脫奧克漢姆 (William Ochkam) 樂觀的人觀，重新重視詩篇中上帝赦免的教訓。
詩篇二十五篇11節：「耶和華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為我的罪重大。」
路德教授保羅書信時期（1515-1518；1515-1516年講授羅馬書，1516-1517年講授加拉太書，1517-1518年講授希伯來書），發現救恩在個人以外 (extra se) 發生。因此，他對於奧克漢姆和比爾 (Gabriel Biel) 等認為人天生有自由意志行善的觀點十分抗拒。他傾向救恩在我們以外 (extra nos) 發生，同樣，公義亦不是在人內裏的生命完成，而是外加的 (aliena iustitia, extranea iustitia)。
路德放棄經院哲學的恩典觀，例如恩典累積成內在的生命素質或內涵 (habitus)，使人活出德行及恩典不同的形態 (form)，例如影響性恩典使人決志，然後是另一種恩典幫助人的靈命成長。路德強調上帝恩典獨立於人以外運作，不需要人作為最終的根據。經院哲學認為上帝的恩典透過教會的洗禮、聖餐、告誡，將超自然的元素加進人的靈魂。當人透過這種超自然恩典與基督聯合，人內在生命就產生新的容量，活出有品格的人生。
路德認為人需要的回應是真心相信，而不是例行地參與聖禮。路德的神學反省，促使他對基督信仰有更深刻的認識，更清楚教會應該宣講甚麼信息，以及應該如何更新改革。路德的神學反省，讓他了解教會牧者的身分和使命。對路德來說，牧者的召命是正確地宣講聖道及施行聖禮。路德從教授聖經書卷引發更深層的神學思考，對當時教會藉發售贖罪券來籌款修建教堂的做法深表不滿，同時透過神學思考分析教會的問題及提出改善的建議。終於引發1517年張貼95條改革建議在威登堡教堂門外的事件，觸發宗教改革運動。
第二代宗教改革者加爾文亦是典型的「學人牧者」。
加爾文是「教師與牧者」(teacher and pastor) ，又是「神學家」(theologian)。他不單熟悉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文；也熟悉古代經典哲學，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塞尼卡 (Seneca)、西塞羅 (Cicero) 等人的思想。
加爾文透過對神學的反省撰寫要理問答和講章，塑造信徒的虔誠生命。
他承繼路德因信稱義的神學，卻開發對信徒生活成聖的討論，使稱義與成聖得到更平衡的處理。對路德來說，只要他緊記自己是蒙恩的罪人，他內心就得到安慰。因此，他否定修道生活及靈命成長階梯。路德雖然同意蒙恩的罪人透過日常的禱告可以經歷聖靈的更新及內住，但是他卻沒有開發這方面的討論。由於路德的神學研究主要與爭議性事件連在一起，因此他對當時並非主要爭議的課題，鮮有詳細討論，例如1530年他助手墨蘭頓與天主教訂定奧斯堡信條，就沒有在三一論方面出現分歧。雖然路德沒有直接參與制定奧斯堡信條，但是墨蘭頓是在他支持下完成制定信條的工作。相比加爾文，路德在三一論更形沈默，加爾文作為第二代宗教改革者，在神學建構方面，他把路德的思想發展得更完整。近年靈修神學的討論都追溯敬拜 (Doxology) 三一神與屬靈生命改變的關係，加爾文的三一論成為重要思想資源。另外，科學與神學的討論亦追溯加爾文的神學知識論。因此，加爾文神學對後世的神學思考有深遠的影響。 

綜觀路德及加爾文兩位宗教改革者，他們對信仰生活、教會事工及神學理據的反省，產生跨世紀及劃時代的影響。對於華人神學界，我們應該思考如何提供一個平台讓這樣的人才成長，我們應該如何培訓影響華人教會未來的「學人牧者」呢？筆者在簡單介紹兩位宗教改革者後，特別選取十九世紀德國牧者神學家作例子，主要原因是筆者對德國的神學家較為熟悉。當然北美洲的清教徒傳統也有傑出的牧者神學家，愛德華滋 (Jonathan Edwards) 便是典型的「學人牧者」，
可是，由於篇幅所限，筆者主要選擇德國的例子。
筆者相信，對於華人牧者來說，圖爾奈森 (Eduard Thurneysen) 是一個陌生的名字。然而，圖爾奈森是影響巴特 (Karl Barth) 神學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人物。圖爾奈森與巴特於1913至1920年間在鄰近的牧區工作，兩人經常討論講章的題目和信息，並且設計聖經及神學研習課題，同時合作出版講道集。
圖爾奈森以教會牧養為主要任務，不單將眼光放在完成一樁接一樁的事工；並且就教會牧養所面對的問題，追溯其聖經及神學的根源，作出徹底而全面的反省。
圖爾奈森的神學是以教會為處境，思考人在世界生活所面對的信仰與神學問題。圖爾奈森的神學可說是教會神學，而他是一位「學人牧者」。
對於接受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神學訓練的牧者來說，神學是非常學術的學問，聖經的記載都需要按當代科學的眼光來解釋，因此，基督信仰中超自然部分無形中漸漸縮減。基督教神學的獨特性正在於超越的上帝轉變為歷史耶穌的偉大人格。既然耶穌基督的神性難以獲得確定，就只好把焦點放在耶穌偉大無私的愛之上，喚起世人的道德良知。這樣的神學取向把基督教神學的獨特性約化為道德，在西方基督教傳統及文化為主的地方，還可以訴諸基督教傳統及文化，維持人的基督徒身分。不過，這種文化基督教在面對現實人生問題的時候就顯得軟弱無力。圖爾奈森強調神學是教會神學，而不單是文化神學，主要因為他對於教會牧職的認真和重視。他選擇以堂會牧師服侍為主，以兼任神學院講道學教授為副，展示了一個「學人牧者」的例子。他的神學理念不單塑造了自己的教會牧養路線，也影響了一代神學大師巴特。
巴特從事神學研究，亦首先根據教會牧養的經驗開始，探索更深層的神學問題。當他在教會牧養期間，面對基層人士生活艱難的處境，他思考過往接受的自由主義神學，如何成為人面對現實生活艱難困境的屬靈幫助。巴特發現，如果神的道不是真實的話，他真的不知如何宣講。若按照自由主義神學把聖經肢解，否定非科學的記載，基督信仰將遭貶值為一些道德教訓而已。當巴特認真發展他的神學的時候，就開展出《教會教義學》。對他來說，神學是教會一種功能，
 神學則可以分類為聖經神學、教義神學及應用神學。聖經神學探討基督信仰根據的問題，教義神學探討在教會宣講的教義問題，應用神學探討教會牧養的問題。
巴特強調根據上帝的道檢查教會的宣講，筆者把這個理念擴展，根據上帝的道檢查教會的所有活動和功能。巴特的神學立根於上帝自我啟示，以耶穌基督為中心，建立起一套《教會教義學》。無論贊成或反對巴特神學的人都會同意，巴特有自己一套的完整神學思想，有清楚的理論根據和突破。巴特神學在自由神學思潮下扭轉思考方向，確實是獨特的一家之言，對於今日教會趨向事工化、追求人數增加及迎合非信徒為主的潮流，確實是一種沈厚有力的神學提醒。
另一位在納粹德國時代堅持認信的牧者神學家是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他的神學關懷一直都是以教會的本質和召命為核心，探討教會在人類社會及具體歷史環境中的角色。
潘霍華在其博士論文〈聖徒相通〉 ("Sanctorum Communio") 中，確立教會的社會性神學 (Theology of Sociality)。
潘霍華的教會神學並不局限於基督教教義本身，而是從教會作為在基督裏的實體與上帝對人類社群重建的心意，發展他的神學。潘霍華在1928年到西班牙巴塞隆那牧養教會，開始落實他的教會神學。他於1930年教授資格論文 Act and Being 中探討人與他者的關係，發展一種「他者的社會性」(sociality of other)。
基於這種神學信念，潘霍華投身阻止納粹德國操控教會並踐踏人類的行動。潘霍華參與持守耶穌基督信仰為中心的神學教育，訓練認信教會的牧者。潘霍華強調門徒的代價，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呼召人不要把這種恩典視為廉價恩典。筆者認為潘霍華這方面的提醒，對今日的信徒仍然起著教導作用。在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中，我們對群體的需要變成把自己的意願延伸。我們選取符合自己喜好的群體，這種心態嚴重影響我們的教會生活。潘霍華強調負責任的自由，教會不是獨裁的組織，而是上帝的家。人在教會中需要負責任地運用個人的自由，實現上帝對教會的心意。
三
為甚麼華人教會需要「學人牧者」？
筆者認為，路德對牧者職事的描述十分正確，牧者應該正確地宣講聖道和施行聖禮。筆者認同「學人牧者」的理想，因為這樣的牧者能夠有效地運用聖經回應時代需要。因此，「學人牧者」應要有效地宣講及帶領教會回應時代挑戰。以事工及技術訓練為主的神學訓練已經不少，甚至聖經學院亦紛紛易名為神學院。究竟聖經學院與神學院有甚麼分別呢？簡單來說，聖經學院主要提供舊新約聖經書卷解釋 (exegesis) 課程訓練，加上基本的教義、教會歷史及一些應用科目，培訓牧者。聖經學院式的訓練是實用為主，聖經書卷解釋亦以理解經文內容作講道和教導，建立教會及宣教為重。由聖經學院變為神學院，基本上是為了提升學術地位，增設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課程。至於教學理想及理念則沒有顯著的分別。眾多華人神學院已經能夠開設神學碩士 (Master of Theology)、教牧學博士 (Doctor of Ministry) 甚至哲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課程，這是劃時代的突破，而華人神學研究的水平亦不斷提升。感謝神！然而，筆者須指出，在引用聖經經文作講道和教導方面，神學詮釋仍然未獲得正確的重視。舉一個例子，「從聖經看⋯⋯」這類引用聖經經文作講道和教導的活動，基本上涉及聖經解釋 (biblical exegesis) 及神學詮釋 (theological hermeneutics)。很多時候，神學院的同工仍然採用聖經學院的思維方式，以為解釋聖經後，就可以自動找到回應時代的適切信息。誠然，「從聖經看⋯⋯」的解經，可以針對個人的心靈需要，對於個人屬靈生命更新十分有幫助。可是，這種「個人化」的解經進路很容易變成「私人化」(privatized)。當然這類「個人化」的解經往往可以建立起一個非常內聚的信仰群體——教會，但缺點是無法回應社會和文化課題。當社會變得複雜，弟兄姊妹的需要由屬靈上的聖經知識擴展到心理健康、性格問題、人際關係和婚姻等範疇的時候，牧者很容易認為接受一些神學訓練以外的輔導訓練，將會對教會牧養有更實際幫助。當牧者努力補救弟兄姊妹生命中的破損的時候，關心職場信仰實踐的弟兄姊妹就認為教會的講道和教導過於「由上而下」(top-down)，把基督徒的價值觀硬套進複雜的現實社會。在急速變化的社會下，牧者需要尋找適切的信息回應職場的複雜情況外，弟兄姊妹的信仰還受到很多社會及世界事件所衝擊。這些信仰衝擊，不是增加一些教會活動便可以解決的。倘若要有效面對這種挑戰，牧者必須付上時間、努力思考這些問題，按照聖經真理宣講及教導。筆者認為加強牧者講道能力，不僅涉及改善溝通表達的技巧，也關乎增加對聖經內容及不同文體特色的認識，和建立一種合符神學詮釋原則，又配合個人風格的詮釋方法，好讓牧者有效地傳遞時代的信息。筆者認為，「學人牧者」需要懂得運用解釋聖經的知識，作為回應時代的神學詮釋。
綜觀教會歷史中「學人牧者」的例子，他們除了具備美好的屬靈生命外，更能夠從神學角度思考時代思潮問題，並且在教會的處境下進行神學建構，幫助教會更新，使教會的宣講更能夠回應時代的需要。神學訓練除了技術層面外，還應該重視培訓「學人牧者」，使教會活潑地宣講聖道，並且從深度的神學反省，找到批判時代思潮及重建現代人類文化的聖經信息。
牧者蒙召傳遞上帝的道，需要珍惜聖經及神學的學習，藉著禱告將人帶到上帝面前。牧者要當心別讓全副精力埋葬在行政事務上。牧者是屬靈領袖，不是事工項目經理或統籌，這些組織及事務工作可以由具備行政恩賜的非牧職人員來承擔。牧者需要安靜自己的心，分析教會的方向是否符合上帝的心意。牧者需要在繁忙的事務中看出上帝工作的軌跡，不然只是每年周而復始機械式運作。牧者應該珍惜屬靈生命的更新與重整，需要在繁忙的教會事務中，尋找心靈空間，反思事奉的方向和焦點，同時需要懂得從聖經及神學角度分析教會事工路向。神學工作者的任務是按照神的道審查教會的宣講及事工，使教會行在神的旨意中，我們可稱他們為「有牧者情懷的學者」(pastor theologian)，為教會審時度世及探問前路。同樣，牧者亦可以像神學工作者，對教會事工進行批判思考，他們不單是教會事工的技術人員，更是「具神學反省力的牧者」(theologian pastor)。神學思考與教會牧養的整合，應該是神學工作者與牧者共同追求的理想。
「學人牧者」應該是渴慕成為有道可傳的人，每個經歷神生命改變的基督徒都希望將福音傳給親人朋友。我們內心有一種負擔，讓更多的人認識神。我們珍惜閱讀聖經及屬靈書籍的機會，我們喜歡聽道，熱心服侍教會。當我們要負責帶領查經班的時候，感覺自己對聖經一知半解，渴望接受培訓。有些弟兄姊妹蒙神呼召，全時間事奉祂。這些弟兄姊妹在領袖及群眾的鼓勵下，踏上講壇事奉。感謝神讓他們在事奉中成長，可是在缺乏完整神學訓練之下負起講道職責，究竟如何避免瞎子領路的危險呢？筆者鼓勵負起講道職責的弟兄姊妹，謙卑接受完整的神學訓練。若已經完成系統化神學訓練，亦應該努力求進步，以應付中國教會及社會急速的變化，成為有道可傳的人，亦懂得如何宣講落實於現實人生的「道」。講道並不等於解經，亦不等於見證分享。講道並不是按主觀感受來分享經文，亦不是對經文作學術研討；講道是傳道人從神領受信息，針對會眾的屬靈需要「按時分糧」。講道的風格因人而異，有人認為只要按聖靈感動，不必預先撰寫講章。亦有人覺得沒有預先撰寫講章是輕忽講道的職事。筆者習慣預先撰寫講章，同時覺得釋經講道對弟兄姊妹能產生更實質的幫助。筆者沒有教授講道學的經驗，以下只是一些個人經驗分享。筆者認為，講道其實是一種聖經神學與時代文化互動的詮釋，講道的服侍乃是神學思考反省活動的結果。牧者需要辨別神的心意，按時分糧。講道者需要讓神的道「道成肉身」，回應時代思潮、社會文化議題對弟兄姊妹信仰的衝擊，以適切的聖經信息，透過神學上的整理，堅固弟兄姊妹的信心。因此，講道可以具備宣教、護教、鼓勵等功能。牧者應該努力擴闊知識面，用諸般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向人解釋。
解釋經文是往後回溯，尋找經文在原來處境的意思。這個原來處境可以分三個層次：首先是該段經文所反映的歷史處境，或稱「文本視域」(textual horizon)，第二是經文寫作時的歷史處境，或稱「時代視域」(epochal horizon)，第三是經文在聖經作為教會正典為教會整體信徒所了解的歷史處境，或稱「正典視域」(canonical horizon)。
筆者認為，聖經學者往往能夠幫助我們明白前兩個歷史處境，卻較少從聖經作為教會正典這角度來解釋經文。從聖經作為教會正典這角度解釋經文，涉及兩方面的知識：第一方面是聖經神學的知識，第二方面是教義神學的知識。聖經神學著重從某個或幾個神學主題把舊新約聖經的主題貫串起來。當然，不同的聖經神學對聖經正典主題有不同的觀點。筆者認為，縱使當代聖經研究經文的文本語言及修辭研究比聖經神學更受重視，聖經學者還會就聖經神學作研究和論述。但是，一些牧者對神學詮釋學會十分陌生，原因之一是後現代哲學詮釋學可以抽離聖經，運用哲學概念解構經文，甚至肢解聖經。筆者認為，除了注解經文外，任何經文的解釋，自然會觸及運用不同觀念和例子表達主題信息。我們不要以為引用經文加上例子就等於講道，因過程中涉及神學詮釋的問題。筆者認為，「學人牧者」應該清楚自己採用甚麼神學詮釋學和根據，筆者在本文無法詳細討論神學詮釋學的問題，可是，由於這課題較少為從聖經學院轉型的神學院所注意，故此，筆者就稍作交代。牧者預備講章的時候，運用神學詮釋學就聖經文本建構一個神學骨架 (theological framework)，作為回應時代思潮的講道內涵。筆者認為，「學人牧者」應該根據其聖經知識（包括對文本的了解和聖經神學），把經文與基本教義互相印證，產生一個講道的神學骨架，然後從這個講道的神學骨架引伸出對應現今處境的神學遠象 (theological visions)。
范胡撒 (Kevin Vanhoozer) 提出每節經文都有四個焦點：命題 (propositional)、目的 (purpose)、出現形式 (presence) 與能力 (power)。在著重經文的多樣性與豐富含意下，聖經象徵提供神子民世界觀的重要材料。聖經象徵不單是歷史事件，同時能夠改變人的思想模式。
穆勒 (Richard Muller) 認為神學詮釋的模式包括聖經、歷史、系統、實踐四方面。

「學人牧者」應該懂得從聖經通過歷代教會歷史知識的長廊，進入教義及系統神學的領域，經過思想上的激蕩和提煉，引伸出實踐的屬靈指引。「學人牧者」不單要對聖經、基督教歷史、教義神學及應用神學有良好基礎，同時要了解中國文化哲學，熟習中國基督教歷史，明白神在當代中國社會變化中的作為，洞悉當代中國人心靈的需要，培養敏銳的時代觸覺，投身教會的牧養，認識弟兄姊妹生命上的掙扎和得勝經歷，從而把堅實的聖經研究、神學反思，與現實生活融合，使「道成肉身」。這是傳道人畢生努力學習的方向。
當然接受磨煉成為有「道」可傳的傳道人，並非一時三刻的事。基本上，接受系統神學訓練，強化閱讀原文聖經的能力，掌握歷代神學思想發展，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工夫。「學人牧者」應該抱著為上帝國度和教會讀書研究之目的，用經過檢查反省的神學理念指導教會牧養。在現代專業主義的分化意識籠罩下，神學研究與教會牧養被視為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神學工作者給定位為在神學院的圖書館鑽研學問，發表學術論文；牧者就被視為在堂會處理實務。本來各按其職互相分工是十分合理的，可是，我們需要批判普遍把神學工作者界定為只重理論不重實踐，而將牧者塑造成務實卻不必注重抽象思維的觀念。作為神學教育工作者，我們需要洞悉今日教牧身分的危機，及早提出警告，讓教會避免受長遠虧損。在現時教會的生態環境，牧者主要的任務往往是充任教會的事務經理，統籌組織教會活動，努力安排一項又一項活動，滿足弟兄姊妹的需要。有時，牧者甚至外判一些事工給機構，例如青少年野外歷奇、佈道訓練等。有些教會甚至覺得負責青少年牧養的同工，需要有社工的訓練比神學訓練更重要。一些教會有龐大的同工團隊，一般剛畢業的傳道鮮有在「大堂」擔任講道職事，令他們需要更長時間去建立牧者形象。在教會尋求更新模式的時候，我們需要小心警醒，思考牧者的角色是否被縮減為行政人員。當教會集中以行政策略推動人數增加的時候，牧者的身分危機就是遠離祈禱、傳道及牧養人心靈的呼召。作為神學教育工作者，我們應該協助神學生及教牧同工重尋牧者的神聖召命。牧者的主要任務是講道、教導及擔任屬靈導師，牧者的屬靈領導是由聖經及神學作主導的。牧者不單需要熟練的技術，如處理婚禮、喪禮，更需要掌握婚禮、喪禮的神學意義，明白神設立婚姻的目的，以及生命和死亡的意義。在急功近利的文化氛圍下，需時長久的技術磨煉遠遠不及按照「成功教會」的樣板行事那麼快捷有效，遑論由技術的層面提升至理論層面的反思。當牧者努力在工作表現上尋求獲得認可，就只能藉行政手段取得職位賦予的權力 (positional authority)，卻未必有從神領受的屬靈權柄 (spiritual authority)。時代牧人需要有從神而來、活潑的時代信息，忠心的牧者得需先在內心為神所抓牢。沒有內在本我 (being) 的更新，怎能有產生影響力的宣講，更何來改變人生命的行動 (doing)。
筆者認為，「學人牧者」不單關注個別教會事工項目的運作方法，更重要是懂得從神學角度來思考教會的本質和功能，例如宣教、崇拜與聖樂、基督教教育、靈命建立、輔導、講道、牧職與教會增長。若神學訓練只著重技巧和方法，很容易局限在「術」的層面。「學人牧者」需要追求神學上的整合，反思教會的講道、教導、敬拜、團契、事工模式、活動的神學基礎是由「道」指導「術」。「學人牧者」不一定是某方面的專家，但應該追求神學科系內部的整合，由聖經引伸歷史、神學、倫理作指導思考，建構適切時代的教會論。「學人牧者」本著神在末世時代對教會的心意，建構他的教會神學和牧會理念，例如教會是甚麼？牧者的任務是甚麼？「學人牧者」有甚麼獨特的地方？
「學人牧者」對教會有甚麼獨特的貢獻？他們不僅提供屬靈活動服務，而是作「有道可傳」的傳道人。神學教育不單灌輸資料，而是建立人，這包括學術研究、靈命更新、品格建立，和作出回應時代的宣講，建構適切時代需要的事工理念。學人不單是專才，同時是通才，懂得在神學科目中間作科際整合，又懂得把神學科與非神學科進行科際整合。「學人牧者」可以專攻教牧學研究，亦可以專攻學術科目研究。牧者從事學術研究是為教會而進行，忠於教會信仰，卻批判地檢視教會的宣講、事工理念、事工模式。另一方面，「學人牧者」可以從事學術研究，例如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研究、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與基督教的關係、西方基督教神學與哲學等課題，目的是尋求真理，見證真理。
四
這個時代需要教會神學和公共神學並重的「學人牧者」
「學人牧者」除了作教會神學的學術研究外，亦需要開展公共神學的研究。究竟教會是否應該在世俗的社會中要求所有人接受基督教價值觀呢？如果社會上有人認為世俗社會應該有一套不受任何宗教信仰主導的「公共理性」，基督徒便不應把宗教道德強加諸其他人身上。究竟教會應該如何建構公共神學呢？筆者認為，基督教學術包括教會神學和公共神學，神學上的學術研究也包括教會神學和公共神學。教會神學主要對應教會內部的需要；公共神學則對應教會回應社會及文化的議題，例如同性性行為、工作倫理、貧窮、全球化的問題⋯⋯。
筆者引用潘能伯格 (Wolfhart Pannenberg) 及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 作為教會神學和公共神學並重的「學人牧者」的例子，指出二十一世紀華人教會需要這類牧者。
潘能伯格的《系統神學》巧妙地把教會神學和公共神學結合起來。在關於上帝觀部分，潘能伯格把三一上帝放置在世界多元宗教處境討論，回應宗教多元化的挑戰。潘能伯格本身並非研究世界宗教，但是他正確地提出問題，如果基督教的上帝並非創造天地的上帝，那麼基督徒的宗教經驗只不過是他們對信仰的詮釋，而不是普遍有效的真理。潘能伯格深信基督信仰是普遍有效的真理，所以他不願意把信仰經驗解釋為某些主觀心理經驗。他要建構基督信仰的客觀真實性。他這樣處理三一論，並非要把神學與宗教研究結合起來，而是敢於面對世界多元宗教處境的事實，不將上帝約化為只是對教會群體有意義的「神學術語」(theological terminology)。
潘能伯格循神學和教義的角度探討人觀及罪觀的問題，
與早期關於神學人觀的著作有不同的重點。
潘能伯格在教會論方面亦引進德國信義會與羅馬天主教對話成果，使《系統神學》關於教會論的討論更具時代意義。
潘能伯格的神學具備跨科際特色，他參與神學與宗教學、神學與社會科學，及神學與科學的對話，令學術界重視神學的貢獻。筆者認為，二十一世紀華人教會需要將神學帶進學術領域，讓非基督徒能夠思考神學與各種學科的關係。筆者認為，跨文化研究重視帶職宣教召命，故此，二十一世紀華人教會亦需要推動在大學任教的弟兄姊妹尋找信仰與學術的整合，更有效地承擔基督徒的召命。
至於莫特曼早期的神學著重耶穌基督的復活
與十架受苦，
及聖靈在教會的工作，
是相當有代表性的教會神學。莫特曼早期的著作集中在三一論方面，並關注三一上帝與上帝的國、
三一上帝與創造、
三一上帝與歷史等課題，
以及上帝的創造與宇宙更新的關係、

 聖靈論、
基督教與猶太教的關係，並且從彌賽亞角度了解耶穌基督，
 和關於基督教與中國宗教，特別是智慧與道的關係等課題。
莫特曼建立一種具備跨科際向度的教會神學，從神學角度回應生態與環境保護的課題，發展一種基督教公共神學。
華人教會需要參考歷代「學人牧者」的經驗，思考中國處境的神學發展路向。近年漢語神學強調學術意涵，貶低教會意涵；高舉「理性」過於「信心」。
甚至把奧古斯丁的「恩典神學」解釋為只要有上帝恩典，就不需要人的信心。
這種觀點明顯地與以弗所書二章8、9節的教導不同：「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筆者同意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同樣可以按照追尋宇宙真理的渴望，來思考神學課題，卻不同意把「信心」的客觀對象——上帝——轉變成以人為主體。
此外，筆者並不同意把亞奎那的神學歸類為「以知求信」，
亦不同意把啟示神學視為普遍啟示的補充。
亞奎那認為人的生存是有目的——指向上帝。上帝為了人得救的緣故，將超越人理性的知識向人啟示。上帝聖道的啟示修正人理性對上帝的探索。
上帝聖道的啟示其實是高於理性探索而得的知識，而不是反過來補充普遍啟示。按照亞奎那的思路，哲學用理性，神學用信仰。當理性停止的時候，信仰就開始。換句話說，當哲學停止的時候，神學就開始。這就是亞奎那所指哲學是神學的先導 (Philosophia praeambula Theologiae) 的意思。當理性的哲學得出上帝存在的結論，神學就開始解說這位上帝是誰。因此，理性的哲學為了信仰的神學服務，這就是「哲學是神學的婢女」(Philosophia est Ancillans Theologiae) 這名句的原意。所以，研究上帝聖道啟示之學問——神學，是所有學問的歸結，這些對亞奎那神學的基本常識，實在難以支持把亞奎那的神學歸類為「以知求信」的論點。

筆者認為，大學的神學研究不應只重學術而忽略教會和信仰向度，所以並不同意漢語神學高舉理性學術為標準，輕視教會的建議。
如果漢語神學繼續貶低教會和信仰的重要，
則神學院應該加強學術研究，向大學的學術界展示教會信仰是合理和科學的。若一般大學沒有基督教神學專業，只是在宗教學、哲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專業下研究基督教，重點是宗教學和人文學意涵而非神學意涵，
 那麼基督教神學的神學意涵必然受約化。在這種情況下，神學院必須努力證明基督教神學的教會意涵與信仰意涵，不會妨礙其學術性發展。如果大學的學術神學有別於教會傳統的漢語神學，
 那麼神學教育界便需要正視這方面的挑戰，建立一種重視基督信仰和教會的漢語神學。
五
二十一世紀華人「學人牧者」需要重視的神學課題
筆者認為，二十一世紀華人「學人牧者」應該加強公共神學的建構工夫。公共神學的向度包括科學與神學、社會倫理、文化神學、宗教哲學、漢語神學等課題。「學人牧者」需要忠於基督信仰，在人文學界以優秀研究成果見證上帝。「學人牧者」應該不受地域的限制，牧養基督教學術研究團隊，建立華人基督徒學者團契，向華人學者傳福音。筆者認為，神學院應該強調神學與其他科系的整合，在神學訓練中加強社會文化的向度。公共神學首要的任務是探討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的相互關係。福音派對福音使命與文化使命的立場大致有三類，第一類是以傳福音為主軸；第二類是以史托德為首，主張傳福音與社會公義並重，但仍以傳福音優先；第三類是傳福音與追求社會公義都是宣教一部分，代表人是賽德 (Ron Sider)、帕迪拉 (Rene Padilla)、埃斯科巴 (Samuel Escobar)。作為神學教育工作者，應該明白文化更新或社會改革不能促進天國實現人間，然而，這並不表示基督徒與教會不必關心文化更新或社會改革的課題。從神學角度來看，我們應該從基督為中心及救贖論出發，結合創造論處理「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 的課題。因為始祖已經犯罪墮落，人類整體活在墮落的人性與文化中，因此不能脫離耶穌基督的救贖談文化更新。「救贖文化」的理想亦只可能有限地實現在人間。
筆者認為，凱珀 (Abraham Kuyper) 強調基督是文化之主，並且在公共領域實踐見證基督的使命，實在值得佩服。不過，凱珀把重點放在人類文化基督化，忽視傳福音的使命，這難以徹底地改變人心。
縱使教會傳福音效果極佳，以至社會大部分人歸信，我們仍然要問，這是否可以達致文化基督化的結果。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提出社會不等於人總和，縱使社會上每個人都是有道德的人，並不表示社會可以變得有道德。原因是社會有制度，制度性的惡不能從個人道德層面獲致解決，我們需要在社會及制度層面來處理。
筆者同意文化使命是文化宣教的一種，
 基督徒不應從文化、政治、社會道德等領域退下來，相反需要尋求共通語言向非基督徒社會傳達基督徒的價值觀。
作為牧者，亦需要具備公共神學的訓練，以回應社會及文化的課題。
（一）科學與神學
由於中國學生學者深受科學主義的影響，總覺得基督信仰不合乎科學要求，因此，神學與科學的研究在中國處境是重要的神學課題。究竟「學人牧者」可以如何回應中國學術界的挑戰呢？筆者認為，神學院必須發展高等學術研究並且培養教牧同工成為「學人牧者」，其中一個重要範圍是基督教神學與科學的研究。牧者需要從宣教的角度與當代學術思潮對話交流。普蘭丁格 (Alvin Plantinga) 的改革宗神學知識論
與鄧勃斯基 (William A. Dembski) 的智慧設計論
，均屬學術界接受的論說。儘管有學者持反對的意見，但最低限度他們已經在學術界的平台進行溝通對話的工作。雖然很多研究基督教的學者未必能夠容易放下唯物主義、科學主義的觀點，然而，部分基督徒哲學家的著作已給翻譯成中文。其中有宗教哲學方面
，亦有科學方面，
藉此也引進宗教思想。
智慧設計論是一種肯定宇宙有智慧設計者的科學理論，它並非一種護教學，卻蘊含基督教及一神宗教的神觀。筆者敬佩基督徒科學家對信仰與學科整合的抱負。在深受進化論影響的學術界中，他們堅持宇宙由神設計的信念，十分難得。作為神學工作者，筆者認為，當代神學研究需要強調「科學神學」(scientific theology) 的議題。既然上帝是創造者，我們探索大自然規律的時候，應該可以窺見上帝工作的痕跡。作為承繼宗教改革者路德的更正教神學研究者，我們高舉十架神學，但也需要正面了解上帝在大自然創造所表彰的榮美。根頓 (Colin Gunton) 建議從三一上帝觀出發思考創造，然後開展一種對自然的神學理解 (theology of Nature)。
麥格拉 (Alister McGrath) 嘗試在強調啟示的同時，努力發展一種更正教式的「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
麥格拉參照加爾文兩種關於上帝的知識 (duplex cognition Dei)，界定「上帝乃創造主」(God as Creator) 及「上帝乃救贖主」(God as Redeemer)，
強調加爾文的神學注重神與人在世界的關係。麥格拉指出，巴爾塔薩 (Hans Urs von Balthasar) 及愛德華滋均重視大自然的美，
 並從真善美三方面探討科學神學，
 值得鼓勵。
（二）倫理學與神學
作為華人基督徒，我們更應該重視中國社會處境下的倫理反省，透過討論社會倫理的議題，分享基督信仰和價值觀，我們應該珍惜參與基督教倫理學的研究機會。倫理學課題可以分三大類：(1) 性倫理，例如同性戀、同性婚姻；(2) 生命倫理，例如墮胎、自殺、安樂死、生育、器官移植、幹細胞研究、基因工程、動物權利⋯⋯；(3) 社會倫理，例如工作、商業、經濟、貧窮與全球化、戰爭、政制、人權等。
筆者認為，「學人牧者」應該開展職場神學研究，了解弟兄姊妹在職場上面對信仰與現實的掙扎，重新思考基督徒倫理的問題。究竟基督徒倫理應該是黑白分明，還是有很多灰色地帶呢？基督徒職場倫理著重處境的獨特性，那麼如何與原則保持平衡呢？究竟甚麼是基督徒職場倫理的原則呢？或者把問題往深推進一步，究竟基督徒職場倫理有沒有原則呢？還是基督徒職場倫理應該放棄命題式進路，採取故事的角度解釋聖經文本呢？究竟基督徒職場倫理如何找到合理的道德推理，也同時找到建立人德行的途徑？
世界在全球化發展下，經濟以知識型主導。資訊科技突破性的發展及網絡功能的提升，增加人獲得資訊的速度，而工作的模式亦超越地域的限制。
在這樣的全球網路關係下，過往本土化與國際化的對立縮減。例如源自美國的次按風暴可以導致全球金融海嘯，雖然中國經濟體系因著尚未完成開放，受到即時衝擊程度較一些歐美國家為低，但是中國政府不能閉關自守完成「保八」的理想，必須留心國際金融的走勢，評估對中國出口的打擊，然後按階段推出救市方案，刺激內需。在全球化趨勢下，中國要超英趕美，便不能只停留在本土化的路線上，而必須踏足國際舞台。中國申辦2008奧運，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派軍艦保護商船，在在顯示出中國掌握提高本土素質及融入國際的平衡力。
（三）宗教、文化研究與神學
上列例子對神學教育亦有所提示。筆者認為，二十一世紀的時代工人投身教會的事奉，需要具備全球視野。「學人牧者」需要懂得中國民間宗教的知識，以及明白中國開放改革三十年來在社會、政治、經濟、宗教政策等方面的變化。因此，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漢學研究、中國近代基督教歷史研究、中國哲學研究、當代中國教會情況研究、中國神學研究等對二十一世紀的牧者十分重要。
「學人牧者」需要懂得世界宗教研究的方法與發展，嘗試在世界多元宗教處境下解釋基督教的獨特性。當社會把基督教視為與一般宗教無異，在人類歷史文化進程中基於環境及文化因素形成某種世界觀的時候，「學人牧者」如何解釋基督教與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在於神親自的啟示？二十一世紀「學人牧者」需要強化宗教研究的知識，面對多元主義宗教神學，清楚有力地陳述堅持耶穌基督是唯一拯救希望的信仰。筆者發現很多學者誤解巴特的宗教立場，總是把他歸類為排他主義。其實，巴特不單批判人類宗教，同時批判基督教。對他來說，「信仰」(Glaube) 與「宗教」(Religion) 是不同的：「宗教」是人在歷史中尋找上帝的表現；「信仰」是指上帝親自向人啟示自己並且激發人產生敬畏。因此，「上帝的啟示乃是對宗教的揚棄」(Gottes Offenbarung als Aufhebung der Religion) 這話，強調在歷史中的基督教可以淪為「宗教」，為上帝所放棄。若基督教要成為真的宗教，必須承認上帝在耶穌基督裏，透過聖靈在教會賞賜給信徒恩典。

按筆者了解，中國學者對西方文化研究方面，較注重亞奎那及啟蒙運動研究，故此，「學人牧者」應該加強這些領域的研究，強調從基督信仰角度演繹亞奎那的神學。筆者發現，不少中國學者將亞奎那視為哲學家，忽視亞奎那本身信仰基督與作為神學家的身分。
此外，「學人牧者」應該加強啟蒙運動前後哲學及神學思想的研究。筆者發現，不少中國學者可以分辨法國啟蒙運動傾向革命思想，英國啟蒙運動傾向自然神論，把上帝棄置於宇宙自然規律以外，德國啟蒙運動傾向保持理性與啟示吊詭 (paradox) 的平衡。然而，中國學者較少注意近代西方神學家如何面對啟蒙運動高舉理性，輕視上帝啟示的方法。因此，「學人牧者」可以在這些學術課題上分享研究成果，促進互相交流，見證基督。

（四）漢語神學
現時中國學術界出現一批對基督教研究有興趣的學者，他們大部分並非基督徒。究竟從事神學教育的「學人牧者」應該如何回應這個現象呢？筆者抱著既喜亦憂的態度：一方面這些沒有宗教信仰的學者，站在同情基督教的角度為基督教講公道的說話，對基督教來說，這十分有利。可是，在另一方面，非基督徒學者極可能按照個人喜好，選擇性接受基督教神學思想，結果所詮釋的基督教可以與歷代教會所認信的信仰有嚴重的差異。在當前中國處境下，漢語神學是一門十分熱門的項目。不少學者對基督教神學思想史研究發生興趣。這包括對奧古斯丁、亞他拿修、亞奎那、路德、加爾文，甚至當代歐洲德國、英國神學家和當代亞洲神學家的研究。中國學者重視漢語神學是值得欣慰的事。從學術自由角度來看，中國學者認為研究神學不必受基督信仰所局限的觀點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亦可理解他們傾向在教會以外進行客觀學術研究的想法。故此，筆者認為，「學人牧者」應該在尊重中國學者那種放開基督信仰及擺脫教會來建構漢語神學方法的大前提下，清楚解釋神學研究與基督信仰的關係，以及神學研究與教會的關係。
當然，漢語神學與聖經研究的關係不容忽視，「學人牧者」應該珍惜機會，與中國學者進行對話及交流，讓中國學者理解漢語神學可以具備更大兼容性，尊重基督徒演繹基督教神學的權利。非基督徒可以參與基督教神學的研究，但是不能輕視基督信仰或者教會，更不應該妄顧基督教二千年神學傳統，斷言教會神學不是學術神學。
五
總結
筆者認為，神學訓練本身可以多元化，例如著重某項事工的技術，亦可以著重牧養方法，亦可以強調整合的訓練，亦可以強調「學人牧者」的訓練。每種神學訓練都有價值和服侍對象，各自對神的國度都有重要貢獻。然而，香港眾神學院有過百位具備博士學位的教師，再加上世界各地華人神學院及牧者，我們需要求問上帝，這樣的條件，到底為了完成上帝甚麼心意呢？筆者認為，神學院強化「學人牧者」的訓練，並非追求時尚，而是善用上帝所賜的資源，為上帝培訓二十一世紀時代的工人。願以此互勉，阿們。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36期，2014年4月。
(本文曾刊載在 郭偉聯主編。《事奉生命的建造-- 建道神學院110 周年院慶神學教育諮詢會議論文集》。香港︰建道神學院，2009。頁244-267。蒙作者供稿，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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